
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蒋元萍 1；孙红月 1 

(1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近年来，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趋势。根据情绪发生于跨期决策过程中的

时间，可以将其分为决策前情绪、决策中情绪和决策后情绪。目前关于情绪与跨期决策的研究，尤其是决

策前情绪影响跨期决策的研究，大多还只是停留在揭示现象的阶段，较少有研究直接验证其中的影响机制。

综合运用行为实验和神经影像学的手段从认知过程和决策过程揭示情绪影响跨期决策的行为机制和神经机

制，将有助于加深对跨期决策心理机制的理解，并帮助人们更好地利用和控制情绪以做出更满意的决策。

未来研究还需加强研究的深度和生态效度，如考察动态情绪、日常情绪和复杂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并

在情绪干预方面进行更多的尝试和探索。 

关键词  情绪；跨期决策；决策前情绪；决策中情绪；决策后情绪 

1 引言 

跨期决策是指对发生在不同时间点上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进而做出选择的过程（Frederick, 

Loewenstein, & O'donoghue, 2002）。跨期决策需要决策者在眼前的利益得失与将来的利益得失之间做出权

衡与取舍，是既关系人类个体利益又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决策。例如，在投资领域，投资者会面临选择收

益小获利快的投资产品还是符合收益大获利慢的投资产品的跨期决策问题；在能源开采领域，决策者面临

着“尽量满足当下利益而不顾子孙后代”或“少量开采以使能源持续利用”的跨期决策问题。 

从上世纪 30 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提出了一系列模型，以期对跨期决策的行为进行描述。1937

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Samuelson（1937）首次提出折扣效用模型（Discounted-utility model）。根据该

模型，人们将对未来不同时间点的效用按同一比率（时间折扣率，Discounting rate）进行折扣，而折扣后的

未来各期效用之和，就是个体对该选项赋予的总效用。但随着折扣效用模型所无法解释的异象（Anomalies）

不断出现，研究者通过修正折扣函数等方式发展出不同的折扣模型对异像进行解释（Laibson, 1997; 

Loewenstein & Prelec, 1992; Mazur, 1984），如双曲线折扣模型（Hyperbolic discounting model）和准双曲线

折扣模型（Quasi－hyperbolic discounting model）等。然而，单纯的依靠精密的计算思维进行决策似乎总是

不太符合实际表现，人们在不确定世界中不可能时刻以一种高度理性的计算思维去进行决策。因此，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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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开始背离主流的理论发展路径，从有限理性的视角提出了启发式模型，如属性比较模型

（Attribute-comparison model）（Read, 2001）、相似性模型（Similarity model）（Leland, 2010）、齐当别

模型（Equate-to-Differentiate model）（Li, 2004）、权衡模型（Tradeoff model）（Scholten & Read, 2010）

等。这些模型认为，跨期决策过程不是基于折扣求和的最大化规则，而是通过比较维度之间的差异，选择

比较中占优势的选项。 

在这个过程中，情绪也从最初的被忽视并加以控制，发展到跨期决策领域中的重要变量。近年来，在

跨期决策领域相继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但由于各

个研究中关注的情绪类型或者视角不同，使得我们在归纳情绪与跨期决策的关系时，难免困惑。因此，本

文将从情绪发生于跨期决策过程中的时间维度——决策前情绪、决策中情绪、决策后情绪，系统梳理情绪

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以期通过这样的梳理，让情绪这一因素在跨期决策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

展现更加清晰的脉络，加深我们对跨期决策心理机制的理解。 

2 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2.1 决策前情绪 

决策前情绪称为背景情绪，又可以称为偶然情绪，是由当前决策任务无关的其他因素引起的情绪体验，

它伴随我们日常生活经验质量的好坏而波动。例如：个体的情绪体验会受到看似不相关的天气条件影响，

个体身体状态的好坏也会左右人们的情绪。背景情绪虽然非决策任务所激发，却始终伴随决策过程，通过

改变个体在决策过程中的认知评估而影响后续决策或直接对个体随后的决策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

涉及背景情绪的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在开始进行决策任务之前通过一定的情绪诱发方法来启动被

试的情绪状态，以探讨背景情绪与跨期决策的关系。例如，Pyone 和 Isen（2011）通过图片和词语诱发被试

的积极情绪，发现积极情绪会使被试更富有远见，有更好的自控力和忍耐力。Liu，Feng，Chen 和 Li （2013）

的研究显示，想象积极情绪事件的被试更倾向于选择延迟奖赏，而想象消极情绪事件的被试更倾向于选择

立即奖赏。目前关于情绪与跨期决策的关系研究，大多数是关于决策前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2.1.1 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不同效价的决策前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不同。综合大量研究结果发现，正性情绪可以降低个体的时

间折扣率，使其更加偏爱长期选项；负性情绪可以增加个体的时间折扣率，使其更加偏爱短期选项。例如，

Ifcher 和 Zarghamee（2011）调查了积极情绪是否会影响跨期决策行为，结果表明，与中性情绪相比，轻微

的积极情绪显著降低了被试的时间折扣率，在跨期选择任务中更偏好长远的收益选项；消极情绪使人变得

ch
in

aX
iv

:2
01

90
3.

00
22

3v
1



更加短视，偏好能够及早兑现的较小奖赏。王鹏和刘永芳（2009）发现，愉悦组被试的时间折扣率下降，

被试更倾向于选择延迟选项；而悲伤组被试的时间折扣率增大，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即时选项。Muraven，

Baumeister 和 Tice（1999）的研究指出，当个体情绪低落时，他们倾向于当下吃更多美味的食物或抽更多

烟。Gray（2004）的研究表明，相对于积极情绪和中性情绪状态，人在消极情绪状态下缺乏理性，目光短

浅，更容易进行冲动选择。陈小玲（2007）研究不同情绪对个体自我控制的影响时发现了一致的研究结果，

与积极情绪组和中性情绪组相比，消极情绪组被试会出现更多冲动选择。另外，一些研究发现积极的情感

同样会降低个体的时间折扣率，使其目光更长远。DeSteno，Li，Dickens 和 Lerner（2014）发现感恩会增

加个体在跨期选择中的耐心。Guven（2012） 的研究发现，由于气候变好幸福感有所提升的居民，其冲动

消费行为有所减少，而理性储蓄行为有所增加。杨鑫蔚和何贵兵（2015）发现，幸福感水平较高的个体在

跨期决策任务中更加倾向于选择大而远的收益。叶秋伶（2016）研究发现，希望和权力会影响个体的跨期

选择，高希望或高权力下的个体，在跨期选择中会变得更有耐心，更愿意选择等待一段时间后的延迟选项。 

目前，关于决策前不同效价情绪影响跨期决策的机制还缺少实证研究，大多数研究者只是推测机制，

只有少数研究者直接对机制进行了验证。首先，研究者从认知过程的角度解释情绪对跨期决策行为的影响。

Pyone 和 Isen（2011）通过图片和词语诱发被试的积极情绪，发现积极情绪的被试相对于中性情绪的被试在

跨期决策中会选择有更大回报的延迟选项。他们同时测量了被试的建构水平和未来取向，发现积极情绪的

被试相对于中性情绪的被试会进行更高水平（forward-looking, high-level）的思考，并且有更强的未来取向。

因此，他们认为积极情绪会增加被试的认知灵活性，使其不仅关注眼下的得失，还会关注长期的结果，由

此被试更加偏爱延迟选项。同样，Ifcher 和 Zarghamee（2011）虽然没有直接测量情绪影响跨期决策的机制，

但他们推测，轻微的积极情绪通过扩大注意力，促进信息的开放性以及改善信息整合来提高认知灵活性，

致使被试会更加整合性地考虑和比较现在和未来的总收益，最终选择有更大收益的延迟选项。 

进一步地，研究者从认知过程角度出发，深入到从决策过程角度解释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经典的

跨期决策选项包含两个维度：时间维度和金钱维度。研究者着眼于情绪是如何影响两种维度各自的显著性

（salience）或者两种维度的大小来影响跨期决策行为的。例如，王鹏和刘永芳（2009）发现，愉悦组被试

比悲伤组被试的时间折扣率更低，更加偏爱未来选项。他们推测，积极情绪启动了被试的高水平建构思考，

因此人们更加关注事物的整体意义属性，即更多关注选项的金钱维度，被试更倾向于选择延迟选项；而消

极情绪使人们更加关注信息的具体灵活性属性，即更关注选项的时间维度，因此更倾向于选择即时选项。

Guan，Cheng，Fan 和 Li（2015）则是直接考察了情绪对决策过程的影响。他们发现，相对于正性和中性

情绪，消极情绪使个体更倾向于选择近期的较小奖赏。他们考察情绪影响跨期选择的内在机制时，要求被

试在情绪启动之后完成时间复制任务和反应抑制任务。结果发现，被试执行时间复制任务时，个体在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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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状态下的反应时明显短于正性和中性情绪状态，意味着消极情绪使得被试的时间感知变长；与之相对，

情绪效价不影响个体在反应抑制任务中的表现。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负性情绪状态下目光短浅的冲动决策可

能与个体时间感知的改变有关，情绪是通过影响时间感知的长短进而影响跨期选择的。 

除了从认知过程和决策过程角度解释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还有少数研究者从情绪管理的角度解释

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尤其是消极情绪的影响。根据情绪管理（Affect regulation）理论，个体具有追求

快乐的驱动力，处于消极情绪的个体会采取能提升情绪的行为（Andrade, 2005），因此有更强的选择即时

收益、获得即时满足的倾向。在对成瘾者和节食者的研究中发现，消极情绪可以引起“动机转移”，短暂

的享乐需求占据了长远的健康需求，使得被试更倾向于满足当前的欲望而放弃长远的目标（Elster,1999; 

Herman & Polivy, 2003）。然而，这种机制推测目前还缺乏实证研究的证据。 

2.1.2 具体情绪 

以往的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宏观层面出发，关注的是一般的、笼统的情绪，如前文所述的积极情绪或消

极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现有的研究已不再是情绪效价上的一概而论，而是从更加深入、细致的微观

层面来探讨同一效价上不同具体情绪的特定影响。正性效价上不同的具体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是比较一

致的：如前文所述，积极情绪状态下的个体在面对跨期选择中的延迟收益时，会变得更有耐心去等待。然

而，负性效价上的不同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Lerner，Li 和 Weber（2013）发现，悲伤造成

了一种短视悲剧，使被试关注于立即获得的较小金钱收益而不是等待一段时间之后获取更大的金钱收益，

增加了时间折扣率。Lerner 等还发现厌恶的参与者并不比中性情绪的参与者更不耐烦，这意味着不是所有

负面情绪都会产生这种短视的影响。由此，学者们开始在效价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并提出了基于具体

情绪的决策理论——评价倾向框架（Appraisal－tendency framework, ATF），从而掀起了具体情绪研究的热

潮。ATF 理论认为，情绪具有 6 个认知评价维度：确定性（未来事件可否预测的程度）、愉悦性（个体

感到积极或消极的程度）、注意活动（个体是否关注）、控制性（事件是由个体还是情景控制）、预期努

力（需要付出生理或心理上努力的程度）和责任感（他人或自身对事件负责的程度），人们可以根据这些

认知评价维度区分不同的情绪，不同的认知评价维度对每一种情绪的作用不同， 其中对情绪起主导作用的

评价维度被称为核心评价主题（core appraisal theme），核心评价主题可激发个体对未来事件形成一种内隐

的认知评价倾向，因此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是通过认知评价倾向而实现的。由于不同情绪的认知评价倾向不

同，进而决定了其对决策的可能影响也是不同的（Adomdza & Baron, 2013; Lerner & Keltner, 2000, 2001; 

Lerner, Tiedens, & Gonzalez, 2006；Winterich, Han, & Lerner, 2010）。 

根据 ATF 理论，情绪通过认知评价倾向影响信息加工的内容，进而影响跨期决策。例如，Lerner 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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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悲伤组被试更偏爱立即获得的金钱。悲伤的认知评价维度主要是低愉悦性和低控制性，因此悲

伤个体在跨期决策中，面对即时诱惑，容易失去自我控制，并且认为立即获得能够给予即时的安慰。Tice，

Bratslavsky 和 Baumeister（2001）研究也表明，当人们处于悲伤情绪时，更容易做出冲动选择。DeSteno 等

（2014）发现，感恩增加了个体在跨期选择中的耐心，使他们更有可能选择长期的优选方案。从 ATF 理论

的角度看，感恩的认知评价维度主要是高责任感，感恩的个体认为自身和他人应该对事件积极负责，卷入

程度高、责任心强，进而在跨期选择中更偏向从长远的角度看待问题，放弃即时的诱惑而选择长远的较大

收益（Lempert & Phelps, 2016）。佘升翔、郑小伟、周劼和杨姗姗（2016）以及佘升翔、陈阳、陈璟和杨

帆（2017）分别通过视频和个体回忆诱发被试的恐惧情绪，发现相对于中性情绪组，恐惧情绪导致个体在

跨期选择中变得更不耐烦，更倾向于放弃将来更大的回报而选择能立即获得的较小回报，意味着恐惧者在

获取金钱上更加短视。从 ATF 理论的角度看，恐惧的认知评价维度主要是不确定性（徐富明, 张慧, 吴修

良, 李彬, 罗寒冰, 2014; Lerner & Keltner, 2000），为了降低这种不确定性，被试倾向于选择时间感知比较

近的即时选项（佘升翔，陈阳，陈璟，杨帆，2017）。然而，关于恐惧对跨期决策的影响，结果并不一致。

Luo，Ainslie 和 Monteross（2012）发现，分别给被试呈现恐惧和中性面孔图片后，恐惧面孔的被试更加远

视，更加偏爱延迟收益。研究者用“抑制溢出”效应来解释这种现象（Tuk, Trampe, & Warlop, 2011），即

抑制控制不具有领域特异性，对恐惧情绪的控制有助于抑制跨期决策中的冲动行为。 

综上，目前关于决策前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还不够深入和丰富，无论是不同效价情绪对跨

期决策的影响，还是同一效价不同具体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大多数研究还只是处于机制的推测阶段。

例如，虽然 ATF 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大多数同一效价不同情绪对跨期决策的不同影响，然而却很难实现对

机制的真正验证。未来可以综合运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事件相关电位（ERP）、眼动追踪等技

术，探讨决策前情绪影响跨期决策的心理机制，尤其是从决策过程的角度入手，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

理解跨期决策这种决策行为。 

2.2 决策中情绪 

决策中情绪通常是决策过程中由决策情境所激发的情绪体验。根据情绪是否即时体验到，决策中情绪

又分为即时情绪和预期情绪。即时情绪是在决策过程中由决策情境所引起并经历到的情绪反应，影响与决

策有关的心理加工。预期情绪又称为结果预期情绪，是决策者在做出最终决策前，对发生在将来的、由某

种决策所导致的结果可能会带来的情绪反应的一种预期，现在体验不到（Baumgartner, Pieters, & Bagozzi, 

2008; Lowenstein & Lerner, 2003）。即时情绪和预期情绪都会对跨期决策过程和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2.2.1 即时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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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决策中的即时情绪难以捕捉和测量，也容易受其他因素干扰，目前在研究中多采用神经影像学或

眼动追踪的手段测量。在跨期决策中，研究者发现人们在面对即时收益和未来收益时，通常更加偏爱即时

收益（e.g., Estle, Green, Myerson, & Holt, 2007）。McClure，Laibson，Loewenstein 和 Cohen（2004）发现，

当跨期选项包含一个即时收益时，被试的腹侧纹状体、前扣带皮层、内侧前额叶皮层等与情绪相关的多巴

胺奖赏区域有更大的激活程度。Albrecht，Volz，Sutter，Laibson 和 Von Cramon（2010）也有同样的发现，

并且指出只有当个体为自我做决策时才会出现这样的激活模式。陈海贤和何贵兵（2012）通过自我报告的

情绪测量发现，近期选择情境相比较于远期选择情境激活了更强的冲动情绪，导致被试倾向于即时满足。

虽然目前关于跨期决策过程中，有多少加工系统参与其中还不是非常明确，但有研究者认为，两种加工系

统的交互作用决定了个体在跨期决策中的表现：冷系统和热系统（刘雷, 赵伟华, 冯廷勇, 2012）。热/冷系

统理论认为：热系统与个体的冲动行为有关，它是情绪驱动的，表现为简单的条件反射，反应速度较快；

冷系统则与个体的自我控制有关，它是认知驱动的，比较审慎，所以也比较慢（Metcalfe & Mischel, 1999）。

因此，上述研究结果均支持个体面对即时收益时有更大的情绪激活，热系统在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

情绪可能会削减认知执行功能在跨期决策中的作用。例如，Lin 和 Epstein（2014）考察了未来情景思维

（episodic future thinking）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发现积极效价的情景思维使高工作记忆、高抑制控制以及低

多巴胺遗传风险个体的时间折扣率升高。 

然而，也有研究认为情绪唤起的程度并不在于收益是否即时，而是在于选择情境。Lempert，Glimcher

和 Phelps （2015）利用眼动追踪的技术，测量了代表情绪激活的瞳孔放大程度在跨期选择中的变化规律。

结果发现，被试对于在系列跨期选择中价值变化不大的选项（不论是即时选项还是延迟选项）有更大的瞳

孔放大反应，并且，对于比过去选择的平均价值更高的选项有更大的瞳孔放大反应，情绪唤起和其他影响

因素一起对跨期决策产生影响。并且，Lempert，Johnson 和 Phelps（2016）进一步发现，延迟选项的情绪

唤起程度同样可以预测跨期选择结果，瞳孔放大程度会随着延迟选项主观价值的增大而增大，伴随延迟选

项的瞳孔放大程度越大，被试越倾向于选择延迟选项。 

以往关于即时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大多集中在收益领域，较少研究者探究个体面对涉及损失的跨期

选项的情绪反应。Xu，Liang，Wang，Li 和 Jiang（2009）利用事件相关的功能磁共振成像，使用两个具有

对称收益和损失模式的决策任务，研究了时间贴现的神经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外侧前额叶和后顶叶区域

在折扣未来收益和未来损失时被激活，但是当折扣损失时它们的激活更强。 此外，他们还发现个体在进行

涉及损失的跨期选择期间，岛叶、丘脑和背侧纹状体更加活跃，而丘脑、岛叶通常被认为与负面情绪有关。

这些发现提示我们，个体对于涉及损失的跨期决策有更强的敏感性，有更强的负性情绪激活。跨期决策领

域的研究发现，人们对未来获得和未来损失的时间折扣程度并不一致：前者通常大于后者，称为获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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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效应（Loewenstein, 1987）。Xu 等（2009）的研究为解释获得-损失不对称效应提供了神经影像学基

础。 

2.2.2 预期情绪 

在跨期决策中，研究者发现了一系列从根本上偏离时间折扣过程的现象，称为负折扣现象。按照跨期

决策模型的时间折扣假定，同样大小的损失如果发生在将来，经过折扣之后其效用小于现在发生损失的效

用，因此人们应该选择将来承受损失而不是现在承受损失，即出现正折扣。然而研究表明，当面临现在的

损失和将来的损失时，人们往往更愿意选择现在承受损失，即出现负折扣现象。比如，Hardisty 和 Weber

（2009）在损失金钱情境中，让被试想象自己有一个停车罚单，这个罚单可以选择现在支付也可以选择 1

年后支付。如果现在支付要支付 250 元，如果 1 年后支付要支付不同数目的钱。如果被试在现在支付 250

元罚款和 1 年后支付数额小于 250 元的罚款之间选择了现在支付 250 元，那么被试就出现了负折扣现象。

结果发现有 28.5%的被试的折扣率为负值，出现了负折扣现象。Van der Pol 和 Cairns（2000）发现人们更希

望病痛快点到来而不是以后到来。Berns 等（2006）研究发现，与延迟电击相比，被试更喜欢接受立即电击，

甚至有些人更喜欢接受一个强烈的立即电击，也不喜欢等待一个延迟的微弱电击。Harris（2012）发现，对

于“丢失一张不可替代的照片”，“失去一个好朋友”等负性事件，被试更愿意这些负性事件现在发生而

不是将来发生。 

Loewenstein（1987）认为，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情绪将影响当前的选择。具体而言，当人们面对发生在

未来的负性事件时，预期在等待负性事件的过程中会产生负性情绪（如恐惧，dread），即人们会预期到等

待负性事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种预期的消极情绪会致使人们觉得负性事件发生在将来比发生在现在更

加令人厌恶，因此更倾向于选择现在发生的负性事件，出现负折扣现象。在此基础上，Sun 等（2015）通

过实验证明个体之所以出现负折扣现象是因为未来负性事件选项的总负效用不仅来自于负性事件本身的负

效用，还来自于由负性事件产生的预期负性情绪以及在等待负性事件过程中的预期反刍（anticipated 

rumination，指个体无法停止思考负性事件）所带来的负效用。这是研究者首次尝试通过实验验证负折扣现

象的心理机制，未来研究可以通过 fMRI 的手段直接验证个体在面对未来负性事件时是否产生预期负性情

绪。 

2.3 决策后情绪 

决策后的结果会影响人们的情绪，无可厚非，好的结果会让人欢欣鼓舞，坏的结果会令人灰心失望。

然而情绪的影响并不是转瞬即逝的，通常会是一个弥漫持久的过程。决策后情绪反过来也会影响人们对后

续乃至今后的相关事件的决策，使人们倾向于增强令人欢欣鼓舞的选择，避免令人灰心失望的决定。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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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elenberg 和 Pieters（2007）在最后通牒任务中发现，在第一次任务反馈中经历过后悔的参与者在第二轮

游戏中减少了彼此的分配。体验后悔导致连续选择任务中的反转行为。即使后续的决策任务不同于前一个，

经历后悔也会改变被试的决策倾向。在 Raeva，Mittone 和 Schwarzbach（2010）的跨期决策任务情境中，

向参与者展示了一系列涉及做出两个不同决定的实验。 第一个决定是一个风险游戏，在两个风险赌博选项

之间选择其一进行赌博；第二个决定是一个跨期选择。 他们测试了对风险游戏的反馈类型是否会影响人们

的跨期选择结果。在部分反馈条件下，仅显示所选赌博的结果，而在完整反馈条件下，两个赌博的结果都

将被揭示出来。并且，完整反馈还分为后悔和快乐的反馈。结果表明，如果参与者在最初的风险选择中经

历了后悔，那么他们将更有可能在随后的跨期决策中表现出更大的时间折扣率，倾向于选择短期结果。 

目前关于决策后情绪对跨期决策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主要涉及的是后悔和失望，较少涉及积极

情绪，理论解释也缺乏系统论证，因此决策后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及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 

3 研究展望 

尽管关于情绪影响跨期决策的研究已经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在研究深度、生态效度和情绪干

预探索方面而言，均还存在不足之处，未来研究需要进行更多的尝试和探索。 

3.1 研究深度 

首先，目前关于情绪影响跨期决策的研究，尤其是决策前情绪影响跨期决策的研究，大多还只是停留

在揭示现象的阶段，较少有研究从认知过程或者决策过程直接验证其中的影响机制，因此未来研究需要进

一步加强情绪影响跨期决策的机制探索。其次，近年来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

事件相关电位（ERP）、眼动追踪技术等，都可以动态地、直接地反映情绪加工和跨期决策的相互作用。

目前，关于情绪与跨期决策关系的研究多是行为研究。虽然一些研究运用神经影像学或眼动追踪的手段探

究了跨期决策的决策机制（e.g., Albrecht, Volz, Sutter, Laibson, & Von Cramon, 2010; Lempert, Glimcher, & 

Phelps, 2015; McClure, Laibson, Loewenstein, & Cohen, 2004），但大多并不是以情绪作为首要出发点进行探

讨。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综合运用这些技术动态地、多模态地考察情绪对跨期决策影响的神经基础。另

外，目前关于情绪与跨期决策的研究大多探究的是不同效价的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未来可以深入研究

不同唤醒度的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例如，Sohn 等（2015）则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考察

了高唤醒度正、负性情绪对个体跨期决策的影响。行为结果发现，与中性情绪状态相比，个体在高唤醒正

性和负性情绪状态下倾向于选择较小的及时奖赏。脑成像结果发现，个体在高唤醒情绪条件下选择较小的

及时奖赏时，其认知控制相关脑区的激活程度下降。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高唤醒情绪能增加个体冲动性，

从而抑制个体考虑长远的更大目标。最后，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目前基本上以实验室情绪诱发为主，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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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研究技术的发展，未来研究可以应用手机程序的即时调查、大数据等手段采集日常情绪，探究日常情绪

如何影响跨期决策行为。 

3.2 生态效度 

首先，已有的研究大多仅考察单独一次决策条件下的情绪影响，然而实际生活中，人们的选择是时刻

在变化的，而且情绪的影响也不是转瞬即逝的，往往短暂激发的情绪会对后续的决策产生持久而弥漫的影

响。因此，对动态时间维度上的考察有利于加深理解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其次，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所

体验到的情绪往往不是单一的，通常是一种或几种情绪占主导地位，并与其他情绪混合，因此探讨复杂情

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也将是未来的一种研究方向。另外，情绪可以直接作用于跨期决策，也可以通过影响

认知加工间接作用于跨期决策。已有研究表明，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受到其他因素的中介或调节。例如，

Guan 等（2015）研究负性情绪影响跨期决策的内在机制中发现，情绪很可能是通过影响时间感知进而影响

跨期选择。杨鑫蔚和何贵兵（2015）在研究主观幸福感对跨期决策的影响中发现，个体的自我增强需求中

介了主观幸福感对跨期决策的影响。自我增强需求是一种提升我价值感的内在动机，是人们强烈地要求获

得对于自己的积极反馈或评价的动力趋向（Sedikides & Strube, 1995）。低幸福感的个体拥有较强的自我增

强需求，而较强的自我增强需求会使个体在跨期决策中更加短视，即倾向于选择能尽快给予的金钱或物品；

高幸福感的个体拥有较弱的自我增强需求，在跨期选择中倾向于大而远的延迟选项。由此可知，通过适当

引导降低个体的自我增强需求，可以使人们更着眼于未来。Hirsh，Guindon，Morisano 和 Peterson（2010）

则认为情绪是否影响跨期决策中的折扣率受个体人格特质的调控。结果表明，外倾性个体在正性情绪状态

时比负性情绪状态更偏好立即奖赏。他们认为，在正性情绪状态下，外倾性个体更易受到奖励刺激的驱动

而产生冲动选择。因此，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未来如果

能找到更多情绪与跨期决策任务之间的中介或调节因素，通过对其进行操纵，可以有效的控制情绪对跨期

决策行为的影响，帮助人们做出更满意的决策。 

3.3 干预探索 

对情绪与跨期决策的关系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跨期决策的心理机制，更重要的是，希望

可以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改善人们的跨期决策，减少生活中的短视行为。 然而，对于这方面的干预方法与技

术的研究才刚刚起步。Peters 和 Büchel（2010）的研究表明，情景预期通过对评估网络和预期网络的调节，

能够有效降低跨期选择中的冲动性。只有加入积极情境的预期想象才能降低个体对立即选项的偏好（Liu, 

Feng, Chen, & Li, 2013）。Gross（2013）研究发现，通过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等情绪调节策略，可以减少

负性情绪反应，激发正性情绪，从而促进人们的理性选择。Bickel 等（2011）研究发现，通过工作记忆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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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提高记忆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药物成瘾者的延迟折扣率。目前，这些方法和技术都还处于研究

阶段，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实施和临床治疗阶段。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方法和技术进行改进和延伸，使

其更标准化、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同时，可以通过探索和发展类似生物反馈训练、神经反馈训练等新的

方法和技术，使情绪与跨期决策的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个人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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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emotion on intertemporal choice 

JIANG Yuan-Ping1; SUN Hong-Yue1 

(1 College of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 of emotions on intertemporal choic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research trend in recent 

years. On the basis of the time of occurrence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emotion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emotions before decision-making, emotions in decision-making, and emotions after decision-making. 

Currently, most of the studies on emotion and intertemporal choice, especially those on emotions before 

decision-making, mainly focus on revealing the phenomenon other than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Moreover, 

reveal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emotions on intertemporal choice from the cognitive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through the behavioral experiments and neuroimaging technical would help people in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intertemporal choice and in making good decision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emotions. Ultimately, 

future research must further improve the depth and ecological validity, e.g.,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dynamic 

emotions, daily emotions, or mixed emotions on intertemporal choice, and pay considerable attention to emotional 

interventions. 

Key words: emotion; intertemporal choice; emotions before decision-making; emotions in decision-making; 

emotions after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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